从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中深刻认识把握
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从两条线索进行观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史。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必然要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科学结论，即工人解放离不开工人运动的物质力量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的有机结合。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探寻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学说。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非教条，必须与各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沿着科学社会主义永葆生机活力、共产党的团结巩固离不开公认的领袖权威这两条线索展开的。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前夕，马克思、恩格斯与魏特林所坚持的“平均共产主义”、克利盖所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才使正义者同盟这个工人组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等先后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作斗争，防止第一国际分裂，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与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防止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蜕化变质。列宁等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本国工人运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指导各国共产党建党和革命工作。列宁去世后，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逐步走向教条化，未能与时俱进，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和活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也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人自经历大革命的曲折和幼年时期的挫折后，在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从工人运动发展史来看，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草拟章程时就明确了同盟分为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三名党员以上成立支部，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区部；支部至少每半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向区部作一次书面报告，各区的总支部至少每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作一次书面报告，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这样的组织体系设计表明，共产党内部实行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组织赋予下级组织权威、党中央是最高权威的组织纪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但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强调党内有权威，特别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明确了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得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大人物的观点、无产阶领袖具有以往任何阶级的杰出人物都不具备的优秀品质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维护领袖权威的观点。关于工人运动如何形成组织化权威、人格化权威的问题，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指出了党的领袖产生的条件和成长道路：“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家，也是革命领袖，他们以身作则，处理好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等人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党内权威组织化、人格化不断迈向制度化的更高水平。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正式提出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四者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的观点。列宁去世后，苏共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如何处理好领袖和党员、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由揭了斯大林的盖子，但也捅了娄子。苏共始终无法有效平衡正确树立领袖权威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关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弱化了苏共中央的权威，最终导致苏共的领导地位被放弃，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苏共覆亡，苏联解体。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始终坚定地认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在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既要有坚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也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些重大结论被写进党内相关法规，从而实现以党内团结带动人民团结、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首先要从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规律，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组织化、制度化权威的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统一、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依据，是确保党领导各方面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bookmark: _GoBack]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深刻认识把握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十分重视在党内形成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根本要求。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载入党章。1920年7月，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党章修正案，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部的指导原则。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写入党章。党的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写入“民主的集中制”。党的八大党章把党的组织原则更名为“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后，党的领袖有时还习惯使用“民主的集中制”。比如，196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讲道：“党内的相互关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也是这样。我们叫民主的集中制……民主是为了集中，分级管理是为着集中统一，有个矛盾的主要侧面。”党的十二大党章指出，党“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对比1982年通过的党章，十年过去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越来越完善。党的十四大党章把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修改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最早将二者“相结合”写入党章。增加“相结合”一词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意味着把过去民主集中制一贯强调集中修改为强调民主和集中的高度统一，实现了民主集中制表述从字面上放弃“的”到实质上放弃“的”的飞跃，确保能够实现毛泽东于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目标，确保与党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集体领导一致起来。党的十四大党章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的“四个服从”和第三项原则明确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确保了党的领导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第四项原则明确了上下级关系；第五项原则规定了党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第六项原则明确表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确保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立足于该党章，民主集中制的表述保持了连贯性和稳定性。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民主和集中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